
适应和改造：中国传统农学中的“天人关系”略论 

曾雄生 

摘要：天人关系指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在传统的中国人心中，农业中的人与大自然
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天、地、稼的关系。本文从环境对农业的影响、环境变迁对于农业的
影响、农业发展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人对环境的改造和人对环境的适应（应对）等五个方面
讨论了中国传统农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变
迁也引起过中国农业的波动，但真正决定中国农业发展的是人对于环境的适应和改造。土壤
耕作和物种选用，以改造和适应自然环境，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两条并行不跛的两条腿。全部
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环境的改造，更是对环境的适应；改造与适应相结合使环
境及其变迁对农的不利影响缩小到最底限度。这就是中国传统农学中的天人关系。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是普通关注的问题，人们对于这一问题关注的目的在于可持
续发展。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中华文化之所以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而不衰，可持续。近代工
业文明以前是为农业文明。KING称以中国为中心的农业为可持续农业。探讨中国传统农学理
论与实践中的天人关系。从中得到启示。 

天人关系指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1]

在传统的中国人心中，农业中的人与大自然的关
系具体表现为人、天、地、稼的关系。故《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生之者，地也；
养之者，天也；为之者，人也”。其中天和地是大自然的代表，相当于现在人们所说的环
境，人和稼生于天地之间，天人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过其中加入了稼
的因素，稼同时具有自然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人按照需要与可能选择和种植作物。 

传统农业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何？过去在研究农业史时，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对
于环境的改造，过份地强调人及其技术的作用，而技术又过分地强调土壤耕作技术。原始农
业中刀耕农业和耜耕农业阶段的划分；传统农业中北方旱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南方水田技术
体系的形成等，都是主要以土壤耕作技术为依据来划分的。现在，环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人们开始重新用审视的目光看待人与自然环境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些历史地理学家

开始强调环境对人的作用，甚至有学者重新祭起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大旗，
[2]

受此影响农
业史研究中，一些学者过多地把目光指向环境及其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指向农业对于环境

的破坏，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对于环境的保护
[3]

与改造，更忽视了人对于
环境的适应。这些都不符合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历史的实际。 

我们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变迁也引起过中国农业的波动，但真
正决定中国农业发展的是人对于环境的适应和改造。 

一、环境对农业的影响 

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环境对于农业的影响。同时也注意到环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各种
因素对于农业的影响并不相同，具体说来，天和地对于作物的影响是不同的。古人将它归纳
为“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地，即土壤。由于在构成环境的诸多因素中，土壤与作物的关系最为直接，因而也最先为人
所注意。古人认为作物的种类是由“地”来决定的。经常提到的例子是：“桔逾淮而北为

枳，鸐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
[4]

“菘菜不生北土。有人将子北种；初一年，半为芜

菁，二年，菘种都绝。有将芜菁子南种，亦二年都变。”
[5]

前者说“此地气然也”，后者

说“土地所宜”。地气和土地，指的都是土壤。土壤是导致变异的根源。
[6] 

在土壤中首先注意到的是土壤上生长的植被。《师旷占术》曰：“五木者，五谷之先；欲知
五谷，但视五木。择其木盛者，来年多种之，万不失一也。”《杂阴阳书》则将“五谷”和



“五木”一一对应起来，有所谓：禾生于枣或杨，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
生于杨或荆，大麦生于杏，小麦生于桃，稻生于柳或杨。”孔子也说：“平原大蔽，瞻其草
之高丰茂者，必有怪鸟兽居之，且草可财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谷。”植被不仅是土
壤状况的标志，同时还可以用作改善土壤的物质。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杂草“可以粪田
畴，可以美土疆”，并将“于草木茂盛时芟倒，就地内罨腐烂也”，称为“草粪”。还有意
识地种植一些豆科植物充当绿肥。民族学调查表明，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在进行刀耕火
种的时候，首先选择林地而不是草地去作为土地，而在林地的选择方面主要考虑的是林木的
长势和种类，而不是土壤的质地。决定什么地种什么庄稼也是根据树木，而不是根据土壤。 

其次是土壤的性状（颜色、手感、水份、土壤中的生物活动等）。禹平洪水之后，茫茫禹
迹，划为九州，九州的土壤，各不相同，《尚书·禹贡》言之凿凿。不同的土壤进而有不同
的农产品，《周礼·职方氏》记载甚详。《管子·地员》说：“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州
有常而物有次。”书中还具体指出了九州土壤性状及适宜种植的作物。被李约瑟等称为是最
早的地植物学著作。由于决定适宜作物的是土壤而不是行政区划，所以元代孟祺  "孟祺" 
在《论九谷风土  "风土" 及种莳时月  "论九谷风土及种莳时月" 》又做了这样的发挥：
“苟涂泥所在，厥田中下，稻即可种，不必拘以荆、扬。土壤黄白，厥田上中，黍、稷、
粱、菽即可种，不必限于雍、冀。墳、垆、黏、埴，田杂三品，麦即可种，又不必以并、
青、兖、豫为定也。” 

再次是地势。或认为《禹贡》中的“厥田中中”、“厥田中下”等，指的就是地势。“凡草
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木。”植物的垂直分布也直接影响到了作物的分布，

古人说：“三农生九谷”
[7]

，所谓“三农”，郑司农（众）曰：“三农，平地、山、泽
也。”（郑）玄谓三农，“原、隰及平地”。“三农生九谷”，正反映了环境因素中地势对
于作物的制约。 

水流径于地。和土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水，有时水甚至是土壤的组成部分，如《禹贡》中所

说的“涂泥”，其中的“泥”，实际上就是水和土的混和物
[8]

。水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生物发生变异的根源，所以古人又说：“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

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9]

 今人有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某
些生物来说，水更是须臾不可或缺。如水稻，《天工开物》说：“凡稻旬日失水则死期
至。”水成为发展水稻生产最大的制约因素，于是中国历史上就有了 “东周欲为稻，西周
不下水”的故事发生。 

上述因素，古人统称之为“土”，“土气”或“地气”、“水土”。不同的土壤是有不同的
物产，它们之间的引种是不可能的。即使强行为之，不是死亡，就是变异。于是有“桔逾淮
而北则为枳”，“芜菁南种则为菘”的说法。 

狭义的天，指的是环境中的气候因素。气候随季节而变化，故称之为天时，用之于农业称之
为农时。《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吕氏春秋·审时》更从“得时  
"得时" ”和“先时”、“后时” 对六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不同生产效果作了细致的对比。来
论证“时”对庄稼生长的极端重要性。 

宋人将地势引入到农时之中，提出天时有“地势高下之不同”
[10]

，认为“高下之势既异，

则寒燠肥瘠各不同。”
[11]

元代农学家更将时与地（纬度和海拔高度）结合起来。不仅指出
了气候寒暑与纬度高低的关系，而且强调共性之间的特殊性，要求人们在选择农时的时候，

应当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这就叫做“因地为时”。
[12] 

古人尽管对农时重视有加，但是他们对天时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也就是说，古人只是注意到
了气候对于作物生长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气候对于作物分布的影响，他们把各地作物不同
的原因更多地认为是土壤的不同的结果，尽管元代引入了风土的概念，部分地考虑到了气候
的因素，但他们总体上还是将土壤看作是根本的原因。只是到了明末，这种认识才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徐光启认为作物栽种中的地区差异性，在引种的过程中“亦有不宜者，则是寒暖
相违，天气所绝，无关于地”；是以“果若尽力树艺，殆无不可宜者，就令不宜，或是天时

未合，人力未至耳”。“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
 [13]

徐光启明确提



出了气候是引起作物分布差异的原因的观点。 

二、环境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 

古人所说的风土论是指一定时期内，环境对于农业的影响，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环境自身也在发生变化，中国语有一句成语“沧海桑田”，指的就是环境的变化。有一种说
法认为，农业的起源就是气候变迁所致。农业起源之后，气候变迁并没有停止，自竺可祯对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之后，
[14]

人们对历史时期中国气候状况的研究日趋深

入，与此同时，气候变迁对农业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15]

普遍认为，气候的变迁
不仅影响到动、植物的分布、农业牧业的分界、还影响到作物的种植制度，以及农作物的产
量等等。气候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如何评估气候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 

以气候变迁对于动、植物的分布的影响为例，我们认为，能够反映气候变迁的动植物分
布的变化应该是自然界自然分布着的动、植物，而并不是人工栽培和豢养的动、植物。从这
个角度来说，有些学者据以证明气候变迁的动、植物分布是不足为据的。如，有学者认为，

汉、唐时期，长安城有柑桔和荔枝的种植，以此证明当时的气候处于温暖期。
[16] 

实际上历史长安柑桔种植并不是自然分布的结果，而是人工干预的结果。细加分析，我
们也只能得出，汉唐长安城（笼统地说北方地区）气候依旧寒冷，至少没有变暖到可以种植
柑桔和荔枝的地步。汉代长安的确曾引种过柑桔和荔枝。请注意是引种。既是引种就不是原
产，柑桔和荔枝的原产在于江南。“后皇嘉树兮，桔来服兮，受命不迁兮，生南国兮。”这
是战国时期屈原对桔树的颂词，战国时期属于人们所说的温暖期，但温暖的气候似乎并没有
改变柑桔的分布。于是有汉代人曾试图通过人工干预来改变柑桔的分布，将柑桔从南方引种
到北方。但汉代北方的气候显然没有温暖到可以露地栽培的地步，而只是在保护地进行栽
培，具体说来是在上林苑中栽培。上林苑是皇家园林，它可以依靠皇权，不惜人力物力来制

造小气候，以适应桔树的生长，汉时已有蔬菜温室栽培
[17]

，有人认为汉代长安在移栽荔枝

时也采用了温室栽培，扶荔宫可能就是一处温室
[18]

，尽管如此，汉代长安城的荔枝移栽还

是不成功的，经过多次移栽，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19]

。唐代长安城的桔树也主要是种植于
宫中。城市在气候学上的“热岛效应”可能对长安城的温度产生影响。唐代设有温汤监，专

门负责利用温泉进行蔬菜瓜果的促进栽培，
[20]

唐代是否将此项技术用于宫中种桔不得可
知，即便如此，也是很不成功的。仅有的150余颗果子，即被表为祥瑞，证明当时在一般情

况下是不能移植柑橘的。
[21] 

有学者注意到，魏晋时期“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这一事实，以此来证明气候转冷所

致的牧区南进和农区南退。
[22]

但是，这种将农牧区演变简单归结为气候转寒是片面的，因
为牧区的南进实质是畜牧民族的南进，游牧民族进入到农区之后，由于他们还不能接受农业
生产，因而只能沿袭他们原有的生产方式，可是当他们逐渐了解了农业生产，适应新的生产
和生活方式之后，他们便放弃了原有生产和生活方式。牧区又变成了农区。这种情况，就是
在被称为温暖期的元初也是如此。蒙元入主中原之初，一度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
地以为牧地”，大片农田据为牧地，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人便放弃了马背而成为农
人。促使蒙古人弃牧营的不是气候而是文化。 

理论上来说，气候的冷暖波动可能引起生长期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生物的产量。但与熟
制的变化却没有直接的关系。生长期的延长固然为多熟制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但要使多
熟制变为现实，还必须具备经济上的可行性和技术上的可能性，还要考虑土壤肥力等多种因
素。从历史事实来看，虽然一般认为公元1000年前，以温暖期为主，以后以寒冷期为主，但
多熟制的发展明显呈现后期胜过前期的趋势。前期虽然出现了土地连年种制，甚至有学者认
为部分地区早就出现一年二熟制，但直到宋代以前，土地连种仍然没有成为一种主流的耕作
制度，更多采用的是休闲制，遑论多熟制。北魏均田令曾规定不少田地要定期休耕，隋唐时
代休闲仍是恢复地力的一种方式，《杂说  "杂说" 》  "《杂说》" ：“每年一易，必莫频
种。”  "北方" 出现这种现象并非当时气候条件不允许，而是因为当时还是相对地广人
稀，在经济上没有实行多熟制的必要，同时肥料使用也不普遍，例如《齐民要术》论述主要
粮食作物谷子时，没有只字提到“粪  "粪" ”，在大田作物中，只有在讲到种麻时说“地



薄者粪之”，地力也使多熟制难以进行下去。所以当时更多的是实行谷物与绿肥作物的轮
作，以恢复地力。 

要真正了解气候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必须正确地了解历史上气候变迁的状况及其农业发
展的水平。比如，有学者就对竺可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书所引用的

史料进行了再考证，部分地修订了对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的看法。
[23] 

三、农业发展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环境变迁是指在较长时期内，环境因素的改变，这种改变是缓慢的，渐进的，是数百年，上
千年累积的结果。对于一个农人来说，虽然在他的一生中也会遇到一些年头有冷暖变化，影
响到个别年头的农业丰歉，因此环境变迁对于他来说，影响是不大的。然而，即使不存在环
境变迁，农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地面临环境问题。 

一是农业区域扩大时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农业从起源地向四周扩展，无论是山区向平原发
展，还是平原向山区发展，无论是田尽而地，还是地尽而山，它们所面临的环境是不同的，
杂草、树木如何清除？丘陵、山地如何开发？沼泽、草滩如何利用？沙洲、海涂如何开垦？
盐碱地如何改良？甚至于水面是否可以用来种庄稼？如何保持水土？这样的一些问题会不断
地向他们提出，而最先要问到的是什么样的土壤适合于农业生产的需要？中国人很早就认识

到土壤的性质是多种多样的，有肥沃、硗确的不同，但只要“治之得宜，皆可成就。”
[24]

即便是性质恶劣的土壤，只要“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沃

者相似类也。”
[25]

这就为扩大耕地面积扫清了思想障碍。然而，人们在将土壤改造成适宜
种植的农田以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历史上，中国人懂得用刀耕火种或火耕水耨来对付杂
草、树木；用区田、梯田来开发丘陵、山地；用筑圩挡水来开发沼泽、草滩、沙洲、海涂；
用淤灌治理盐碱地；用架田（葑田）进行水面种植等。中国农业区域就是在求解这样的一些
问题的过程中扩大的。 

二是农业深入发展所引发的地力下降。几乎是从农业出现开始就面临着地力下降的问题。采
用  "梯田" 刀耕火种的畲田  "畲田" ，一般是二，三年之后，土肥就已枯竭，就不能再种
植了，而不得不另行开辟。即使是采用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的农田，人们也发现“凡田土种
三五年，其力已乏。”因此，如何维持并增进地力是农业发展中发展又一个重要的环境问
题。特别是扩大耕地面积日益受限制，多熟制盛行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变得更为迫切。最初
人们是通过休闲来恢复地力的，后来又学会了轮作，古人或称为改种。宋代在一些甘蔗  
"甘蔗" 产区就实行了“今年为蔗田者，明年改种五谷以息之”的轮作办法，这是因为“蔗

最困地力”
[26]

。有时轮作纯粹是为了恢复地力，如《齐民要术》中提到的谷与绿豆、小豆
等的轮作，《开工开物》中提到的稻麦（肥田麦）轮作等，但使用最多的还是施肥。战国时
期，人们就把“多粪肥田”视为农夫众庶之事，认识到“地可使肥，亦可使棘”，到汉代便
提出了“地力人助”的观点，南宋陈旉则明确提出：“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
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元代王祯  "王祯" 也继承了这种思
想，认为土地连年种植必然地力下降，“为农者，必储粪朽以粪之，则地力常新壮，而收获

不减。
[27]

”因此，宋元以后，肥料的来源、积制方法和肥料的种类都较以往有了明显的发
展。陈旉  "陈旉" 还从居处和农用建筑等角度来考虑田壤肥力的问题。书中有“居处之
宜”一篇，讨论居住远近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并引用当时的俚谚说：“近家无瘦田，遥田不
富人。”这在古农书中也可算做是绝无仅有的。地力衰竭曾经是农业史上困扰世界的难题，
中国传统农学  "陈旉" 不仅提出了地力常新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在世界农业史上都是难能可贵的。 

四、人对环境的改造 

按照徐光启以前的风土论的观点，一个地方的作物种类是由风土决定的。然而，历史事
实告诉我们，作物的分布并非一成不变。以北方旱地作物为例，考古和文献资料表明，从原
始时代到商周，粟、黍是黄河流域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可是自从春秋战国之际延续至西汉初
年，原来与粟平起平坐的黍开始让位于菽（大豆）。菽与粟并列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虽然
粟（稷）为“五谷之长”的地位一时还难以撼动，但进入汉代以后，粟的地位开始受到了麦
的挑战，麦类种植尤其是冬麦种植有了很大发展。到了隋唐以后，麦已取代了粟的地位，而



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作物，直到今天。同样，南方向来以稻作为主，但是宋代以后麦作在
南方得到发展，一些地方甚至“极目不减淮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稻麦二熟制。元代孟
祺在《苧麻木绵》一文中也举出了许多同样的例子，他说：“苎麻本南方  "南方" 之物，
木绵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绵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
之民，深荷其利。”又说：“中国之物，出于异方者非一，以古言之，胡桃、西瓜  "西
瓜" ，是不产于流沙葱岭之外乎？以今言之，甘蔗  "甘蔗" 、茗芽，是不产于牂柯（汉代
的郡名，在今贵州省西北）、邛（汉代的郡名，四川省西昌一带）、笮（汉代的郡名，四川
省汉源县）之表乎？然皆为中国珍用。”据此他认为，苎麻和木绵也同样能北方引种成功。 

作物的变化，乃至熟制的变化，是否就意味着环境的变化呢？有学者引述战国时期荀子
的话“今是土之生五谷，人善治之，则亩益数盆，一岁而再获之。”来证明当时北方地区的
气候温暖，生长期延长，从而有一年二熟制的出现，而宋代以后进入寒冷期，生长期缩短，

因此，一年二熟变为二年三熟。
[28]

且不说对这段史料是否就表示当时已出现一年二熟制还

存在理解上的分歧，
[29]

即便是一年二熟制，那也不是气候温暖所致，而是“人善治之”的
结果。温暖的气候最多只是为一年二熟提供了可能，而技术才能使一年二熟变为现实。因为
即便是气候已变得寒冷的清代，北方地区仍然可以通过改进技术实现“一岁数收”或“二年
十三料”。实际上，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北方的气候条件和其前其后相比，并没有太大的
改变，干旱依旧，真正改变的是抗旱保墒技术，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是中国北方旱地抗旱
保墒耕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由于耕、耢、蔺、压、锄以及代田法、区种法等采用，抗旱能力
大大增强，加上麦子加工技术的提高，使得麦等一些比较不太耐旱的作物在北方地区得到发
展。有理由相信，在自然环境下，汉唐长安种植柑桔是难以成活的，但是通过人工保护，成
功结实也是可能的，不过这种成功的代价可能很大，并不具有经济上的推广价值。同样麦作
在南方的发展，除了是因为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把面食的习惯带到南方，同时宋代以后南
方稻田种麦掌握了“开沟作疄”耕作技术，使得水稻在收获之后，稻田能够迅速地整治成麦
地，因而促进了麦作的发展。而并不是宋代以后南方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 

元代孟祺在分析北方一些地方在引种苧麻木绵，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的原因时指出：引
种之失败“讬之风土，种艺之不谨者有之；抑种艺虽谨，不得其法者亦有之。”显而易见，
孟祺认为，引种的成功与否不是风土问题，而是技术问题。“故特列其种植之方于右，庶勤
于生业者，有所取法焉。”后来，农学家王祯  "王祯" ，在论述棉花种植时，对这一看
法，表示完全同意，他在《农书》  "《农书》" 中说：“信哉言也”。明末徐光启在论述
个别特产不能引种的原因时，除了将气候看作是物产之异的唯一原因之外，还引入了人力的
概念。人力包括智力和体力，这里指的主要是智力。将智力运用于农业生产，最终表现为技
术。就芜菁何以移种到了南方就变成了菘这一说法而言，徐光启认为，首先，菘与芜菁本相
似，但根有大小耳。其次，根的大小是种菜的方法不同的缘故。“北人种菜，大都用干粪壅
之，故根大，南人用水粪，十不当一。又新传得芜菁种，不肯加意粪壅，二三年后，又不知
择种，其根安得不小？如此便似芜菁变为菘也。”他还用自己的亲身经验证明，芜菁种于南
方不会变菘菜，说：“余家种蔓菁三四年，亦未尝变为菘也。”在此基础上，他总结了一套

适合于南方的芜菁收子和种植方法。
[30] 

古人既认为，风土（主要是指土壤）是作物的决定因素，气候因素也是通过土壤来作用
于作物的，同时也认为土壤的性质是可以改变的。明代学者邱濬说：“土性虽有宜不宜，人
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胜天，况地乎？”也就是说，通过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土
壤的性质，使之适合于作物生长。因此也就把主要的技术力量投入到对于土壤环境的改造之
中，以使之适合于作物的生长。《吕氏春秋·任地》所提出的关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十大问
题，其中就有六个涉及到土壤改良。耕作是改良土壤的主要技术手段，因此，土壤耕作也就
成为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的主功方向。《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 ·任地  "任地" 》提出：
“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
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其中的力、柔、息、劳、棘、肥、急、缓等指的都
是土壤的状况。《氾胜之书  "氾胜之书" 》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
早锄早获  "和土" ”。这里的粪泽锄获民不在耕的范围之内，却也称之为耕，可见“耕”
已成为农业的代名词，《孟子》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可见耕在农业中的地
位。《齐民要术》中也将“耕田”放在第一篇。耕田的作用在于“和土”，即改良土壤环
境，即所谓“强土而弱之”，“弱土而强之”。 

中国历史上，农业的环境虽然有或大或小的变迁，但南涝北旱这一基本的特征并没有改



变。因此，人对于环境的改造也主要集中于解决旱涝问题。解决旱涝问题最有效的方法莫过
于兴修水利，改造宏观环境，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主要是通过耕作来增加或
减少土壤中的含水量，改造微观环境。于是在中国形成了以抗旱保墒或排水防涝为目标的土
壤耕作技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垄作法和与之相配套的耕耘相结合的技术体系。它们较
为成功地解决了困扰中国农业发展的水旱问题。 

除耕作之外，中国人还通过施肥来改造土壤环境。施肥不仅可以解决农业发展中所面临
着的地力下降问题，同时还可以改良土壤。《周礼》中将改良土壤之法称为“土化之法”，

方法是根据不同性质的土壤，施用不同种类的动物粪便来加以改良，称之为“粪种”。
 [31]

宋代发展为“粪药”。当时人们把依据土壤的不同性质而用粪来加以治理称为“粪药”，意
思就是用粪如同用药。改良土壤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明确。元代王祯  "王祯" 继承了这一学
说，认为：“田有良薄，土有肥硗，耕农之事，粪壤为急。粪壤者，所以变薄田为良田，化

硗土为肥土也。”
[32]

明代宋应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施肥改土的例子，“土性带冷浆者，宜

骨灰蘸秧根，石灰淹苗足。”
[33]

当时江西、山东、闽广等地均已广泛使用骨灰作肥料。
 

总之，人通过自然环境的改造改变了作物的分布。抗旱耕作使旱地作物在北方得以发
展。人工保护使汉唐长安城也可能种出桔子，“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
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代田使“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
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梯田使水稻上了山；圩田使水稻种到了水中央；“开沟作疄”
使稻麦二熟得以在南方更大的范围内实现，砂田使陇中干旱的盐碱地长出了瓜果，等等，这
一切都是人对环境改造的结果。 

五、人对环境的适应
[34]

 

应该说，中国传统农业在改造环境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
对于环境的改造偏重于微观方面，在宏观方面，虽然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取得了一
定的成就，兴建了象都江堰这样一些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使得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但
总的说来，中国农业的不利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仍然是个“灾荒的国度”，
其中水灾、旱灾、蝗灾、雹灾、风灾、霜雪等等，无不对农业构成严重的威胁。古人统称之
为“天灾”。以圩田为例，虽然圩田使得水稻种到了湖心，成为宋以后粮食增长点，以至于

出现“江右产谷，全仗圩田”的说法
[35]

。但一些圩田只要“偶遇涨涝，皆沦巨浸。或将告

西成，一经飙浪，终归水乡……究十岁之中，其有秋者不一二也。
[36]

”又如梯田，使得
“山到崔嵬犹力耕”，但既为水田又往往缺水，“稍旱则水田不登”。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
和科学技术水平之下，人对环境的改造是难于达到理想状态的，其表现就是频繁的天灾降
临。在天灾面前，中国人在积极改造环境，主张人定胜天的同时，更学会了适应环境。《齐
民要术》中所说的“顺天时，量地利”，适应自然环境的成分要大于改造自然环境的成分。 

适应环境，并不是简单地听天由命，靠天吃饭，而是在不改变现有环境的情况下，通过
选择物种（包括作物的种类和品种），来适应不利的自然环境，进行农业生产。《吕氏春秋
·任地》提出的有关农业生产技术的十大问题之首，“你能把渍水的洼地作成高起的垄
吗？”这是从旱地作物的角度提出来，它要求人们去改变环境以适应作物的生长。但是选用
适合的作物，在不改变渍水低洼的环境条件下也可以达到土地利用的目的。相传大禹治水

时，就曾“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
[37]

水稻适合于在水中生长，《孝经·援神契》：
“汙、泉宜稻”。所以，选种水稻就可以在不改变现有低洼多水的自然环境的情况下，达到
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讲到治水，无论是鲧的堵塞，还是禹的疏导，都是对于环境的一种改
造，历史上否定鲧的堵塞，肯定禹的疏导，实际上禹在疏导的同时还有因势利导。“秋水时
至，百川灌河”，每年黄河周期性的河水泛滥给两岸的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破坏，但利用秋
后水退所留下的淤滩，等到其泥干地裂之后，“布扫麦种于上”，也可以收到所谓“淤田之

效”，
[38]

这实际上也是适应的结果。为了适应在泥上种麦的需要，古人还发明了一种适应

泥上行走的橇。
[39] 

即使是经过一定改造的环境，也存在适应的问题。《齐民要术》提到北方经过开垦荒

地，当年必须漫掷黍、穄，“明年，乃中为谷田”
[40]

；《王祯农书》将适宜的作物增加了



脂麻、绿豆，并特别提到“今汉、沔、淮、颍上率多创开荒地，当年多种脂麻等种，有收至

盈溢仓箱速富者。”
[41]

又如涂田，“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
[42]

适应的过程也
是改造的过程，有时它甚至是改造的一个部分。以盐碱地为例，道光二十年（1840）山东
《巨野县志》说：“碱地苦寒，惟苜蓿能暖地，不畏碱，先种苜蓿，岁夷其苗，食之。三年
或四年后犁去其根，种五谷蔬果，无不发矣。”适应与改造相结合是治理盐碱地的良方。 

改造环境可以完全服从自已的主观愿望，但要适应环境，则必须首先了解环境。《礼记
·月令》说：“善相丘陵、坂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这里指的是对土壤环境的
了解，而明代马一龙则说：“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
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知不踰力者，劳而无功。”把了解环境中的气候因素放在首位，
这与明代人对于气候的认识有关。在了解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再根据自然环境的实际状
况，因地制宜，加以利用，古人称为“土宜之法”。《周礼  "周礼" ·大司徒》曰：“以
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
任土事；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焉。”土宜之法要求人们因土种植，而只有因土
种植，才能取得好的收成。《吕氏春秋·适威》：“若五种之于地也，必应其类，而蕃息百
倍。”《说苑》：“山川汙泽，陵陆丘阜，五土之宜，圣王就其实，因其便，不失其性。高

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苇、菅、蒯之用不乏。麻、麦、黍、梁亦不尽。”
[43]

《齐民
要术》说：“山、泽有异宜。山田种强苗，以避风霜；泽田种弱苗，以求华实也。”这里说
的是根据地势的高下，选择不同种类的作物。明清时期外来作物玉米、甘薯等的引进，也正
是因为适应了山区、海涂等边缘地区农业发展的需要，才得以迅速的普及。 

对环境的适应不仅表现在对物种的选择，更多地还表现在于对品种的选择。中国传统农
业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品种资源，以水稻品种为例，仅《授时通考》就记载了水稻品种3429
个。这些品种资源大多是适应环境种植需要而出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传统旱地农业的成熟期，成熟的标志不光是以耕、耙、耱为核
心的整地技术体系的形成，还应该包括与之相配套的旱地作物及其品种的出现。《齐民要
术》中记载了粟品种86个，其中14种“早熟、耐旱、熟早免虫”；二十四种，“穗皆有毛，

耐风、免雀暴”；十种“晚熟，耐水”。
[44]

这里提到的旱、虫、风、雀、水等等，都是仅
仅依靠耕作所不能解决的。 

选择品种以适应环境，在稻作上更能得到充分的证明。宋人郭正祥在《田家四时》诗中
说：“选种  "选种" 随土宜  "土宜" ，播掷糯与粳  "粳" 。”中国人选育出了“宜卑
湿”的“奈肥”，抗寒性强的“冷水乌”、“乌口稻”，耐涝的“冷水红”、抗倒伏的“铁
秆糯”、深水可种的“深水红”、高山可播的旱稻等。水稻品种对于稻作的发展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宋初何承矩在河北沿边种稻。第一年因错用了南方  "南方" 的晚熟品种，在河
北不能抽穗，“值霜不成”，第二年改用南方早稻  "早稻" 品种，“是岁八月，稻熟”
[45]

。“由是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
[46]

可见，在河北沿边种稻成功的主
要因素不是耕作技术，而是水稻品种。同样，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当江淮两浙出现稍旱
即水田不登的情况时，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兴修水利，而是引进一种成熟早、耐旱，高仰之
地也种种植的水稻品种——占城稻。中国南方是水稻的主产区，作为水稻主产区的最大不利
因素还不是干旱，而是水灾。水灾过后种植常规的稻种往往季节偏晚，于是便有了黄穋稻出
现。黄穋稻是一个生育期很短（约90天）且耐水的品种，它能够在水灾过后（甚至是水灾到
来之前）很短的有效生产期内完成自种到收的全过程，因此，它在长江中下游易受洪涝灾害

的稻作区（主要是圩田地区）得到广泛的种植。
[47] 

土壤耕作和物种选用，以改造和适应自然环境，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两条并行不悖的腿。
在开荒的同时，利用并引进了适应新开发地区种植的作物及品种，作为先锋作物；在兴修水
利，发展耕作技术的同时，培育出了抗旱、耐水、耐涝品种；在加强田间管理的同时，积极
发挥作物及其品种在抗虫、防鸟兽、耐瘠、耐肥、耐寒、抗倒伏等多方面的作用。作物及其
品种的变化也可以反映中国农业的进步。品种且不必说，光是主要粮食的种类就经历了一个
由粟变麦再到稻的过程。而这三次变化正好代表了三次大的农业革命。第一次发生在新石器
时代，第二次开始于秦汉，第三次则是唐宋。总之，全部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
环境的改造，更是对环境的适应；改造与适应相结合使环境及其变迁对农的不利影响缩小到
最底限度。这就是中国传统农学中的天人关系。 



 
 

[1]
 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创刊号，第9-16页。

 

[2]
 宋正海，地理环境决定论应该彻底翻案的理论依据，边缘地带，学苑出版社，1999年，

93--101。 

[3]
 有关环境保护的内容可参见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兼

论传统农学在现代化中的价值，等，本文不予论述。 

[4]
 《周礼·考工记》；《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5]
 《唐本草注》，引自《农政全书》卷之二十八，树艺。

 

[6]
 有学者认为古人说：“桔逾淮而北为枳”，除了土壤的因素之外，也包括气候，战国时

期人们已认识到气候对于生物种类的影响。但笔者觉得，这其实是现代人的理解，现在人解
释这种变异自然会想到气候的因素，而且气候的确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但在古人看来导
致这种变异的原因仅仅在于土壤，尽管古人提到了“地气”这一概念，但这里的“气”，并
非气候的“气”，而是构成土壤物质的“气”，与气候无关，真正与气候相关的“气”，古
人称为“天气”，以与“地气”相对应。 

[7]
 《周礼·天官·大宰》

 

[8]
 游修龄，说泥与土，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384页

 

[9]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10]
 《梦溪笔谈》卷26《药议》

 

[11]
 《陈旉农书·地势之宜篇第二》

 

[12]
 《农桑辑要·九谷风土  "风土" 及种莳时月》

 

[13]
 《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 农本》

 

[14]
 竺可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5]
 龚高法、张丕远，气候寒暖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纪念科学家竺可祯论文集，科

学出版社；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初探，地理研究，1982年第2期；张养
才，气候变迁与稻熟制演变关系的探讨，气象科学技术集刊（农业气象），1982年第3期；
倪根金，试论气候变迁对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1期，294页。 

[16]
 竺可祯，22页；倪根金，298页。

 

[17]
 《汉书·召信臣传》

 

 



[18]
 张家骥：《中国造园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19]
 《三辅黄图》卷三：“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

所得奇草异木……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
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诛者数十
人，遂不复莳矣。” 

[20]
 诗人王建《宫词》有“内廷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的诗句。

 

[21]
 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50页。

 

[22]
 倪根金，294页。

 

[23]
 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

 

[24]
 《陈旉农书·粪田之宜篇》

 

[25]
 《论衡  "论衡" ·率性篇》

 

[26]
 《容斋五笔  "容斋五笔" 》6卷

 

[27]
 《王祯  "王祯" 农书  "王祯农书" ·粪壤篇》

 

[28]
 倪根金，294页。

 

[29]
 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121页。

 

[30]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之二十八，树艺。

 

[31]
 《周礼·地官·草人》

 

[32]
 《王祯  "王祯" 农书·粪壤篇》

 

[33]
 《天工开物·乃粒·稻宜》

 

[34]
 李根蟠先生认为，用“应对”（adaption and deal）更好。

 

[35]
 包世臣：留致江西新抚部陈玉生书（1836），《郡县农政》，北京：农业出版社1962页

104。 

[36]
 乾隆二十二年（1757）《湖南通志》。稻下编，页386。

 

[37]
 《史记·夏本纪》

 

[38]
 《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田制·涂田》

 

 



[39]
 《王祯农书·农器图谱·蓑笠·橇》

[40]
 《齐民要术·耕田第一》

 

[41]
 《王祯农书·农桑通诀·垦耕篇》

 

[42]
 《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田制门》

 

[43]
 刘向：《说苑》

 

[44]
 《齐民要术·种谷第三》

 

[45]
 《宋史·食货志·屯田》

 

[46]
 《宋史·何继筠传》附子“承矩传”

 

[47]
 曾雄生，中国历史上的黄穋稻，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原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李根蟠、原宗子（日）曹幸穗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年48-65。 


